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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究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 以及在该关系中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和领导−部属交换关

系差异化的调节作用。以 68 名主管和 215 名员工为对象, 通过对两阶段主管−员工配对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进行分

析, 结果表明：(1)仁慈领导可以借助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2)领导−部属

交换关系差异化能调节仁慈领导和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关系, 即当关系差异化水平越高,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

知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3)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能调节内部人身份感知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

的中介作用, 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 即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水平越高,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

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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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 

以及全球化竞争的日益加剧, 企业要赢得核心的竞

争优势, 必须要依靠源源不断的创新, 来生产符合

消费者需要的服务及产品(Amabile, 1988; Oldham 

& Cummings, 1996; Scott & Bruce, 1994)。员工是组

织的宝贵资源 , 是所有产品或服务的创意的发起

者。因此, 如何激发员工的创造性, 促进员工的创

新行为, 已成为学术界及企业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

要议题(Amabile, Conti, Coon, Lazenby, & Herron, 

1996; Drazin, Glynn, & Kazanjian, 1999; Perry-Smith 

& Shalley, 2003)。过去关于创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

组织层次, 较少注意到个体与团体层次(West & Farr, 

1989)。因此, 本研究关注的是个体的创新行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领导风格是影响员工创

新行为的关键情境因素之一。例如 , 变革型领导

(e.g., Oke, Munshi, & Walumbwa, 2009; Pieterse, van 

Knippenberg, Schippers, & Stam, 2010)、授权领导

(e.g., Chen, Sharma, Edinger, Shapiro, & Farh, 2011)

及真实领导(e.g., 韩翼, 杨百寅, 2011; Rego, Sousa, 

Marques, & Cunha, 2012)均对员工创新行为有显著的

预测效果。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讨论并检验

仁慈领导(benevolent leadership)与员工创新行为间

关系的研究却付之阙如。仁慈领导是指领导者对下

属个人福祉所表现出的个别、全面而长久的关怀

(樊景立, 郑伯壎, 2000), 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建设

性、深受下属欢迎的领导行为(Chan & Mak, 2012)。

Wang 和 Cheng (2010)认为, 仁慈领导对员工创新

行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为它能为员工提供一个

安全的心理环境, 以及更多的任务资源与支持。然而, 

仁慈领导也能激发员工的角色义务感(role obligation), 

引起下属更多的感恩与回报(如忠诚与服从) (樊景

立, 郑伯壎, 2000)。在角色责任的驱使下, 员工往

往不考虑可能的现实情境, 也不会提出替代性的问

题解决方案, 只是一味地接受领导者的命令, 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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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会 抑 制 员 工 创 造 力 的 发 挥 。 因 此 , 研 究 者 们

(Karakas & Sarigollu, 2012; Wang & Cheng, 2010)强

烈呼吁在未来的研究中探明仁慈领导与创新行为

的复杂关系, 特别是弄清楚仁慈领导对员工创新行

为的动态影响机制。 

员工创新行为指的是员工在工作过程中, 产生

富有创造性的构想或问题解决方案, 并将其付诸实

践 , 以 成 为 有 用 的 产 品 或 服 务 的 行 为 (Scott & 

Bruce, 1994)。它不是员工被期望的, 也不是组织奖

励系统涵盖到的角色内行为, 而是一种员工自由决

定的角色外行为(刘云, 2011), 它很大程度上与员

工的动机状态有关(Amabile, 1988)。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较少有研究者探讨并检验动机状态在领导风

格与创新行为关系间的作用与地位。我们认为这可

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员工如何看待自己的工

作环境, 以及自己在该工作环境中如何有效发挥作

用的能力, 这都与动机状态直接相关(Chen & Gogus, 

2008; Zaccaro, Ely, & Nelson, 2008), 它在员工制定

相关目标并开发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等创新活动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Parker & Ohly, 2008)。因此, 

要深入理解员工的创新行为及过程, 我们必须深入

探讨并检验员工创新过程的认知、情感及动机状态

(Zhou & Shalley, 2011), 例如个体的内部人身份感

知(perceived insider status)。在本研究中, 我们在

Tyler 和 Lind (1992)的权威关系模型(relational model 

of authority)的基础上探讨并验证内部人身份感知

在仁慈领导和创新行为的关系间可能起到的中介

作用。 

另外, 在重视关系主义(relationalism)的华人社

会 中 , 人 治 色 彩 十 分严重 (刘 军 , 章 凯 , 仲 理 峰 , 

2009), 这意味着领导者的仁慈并不是一视同仁地

分散到所有的下属身上, 而是采取一种偏私“自己

人”的特殊主义式的差别对待, 会根据下属的需求

与 亲 疏 远 近 有 所 不 同 ( 张 瑞 平 , 杨 帅 , 李 庆 安 , 

2013)。研究者认为, 要捕捉人治色彩下的仁慈领导

所隐含的特殊主义式的差别对待的内涵, 则应该考

虑差别对待所创造的群体环境 (周婉茹 , 郑伯壎 , 

2014), 方能了解仁慈领导在亲疏有别的关系差异

情境下所起到的作用。由于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

异化 (leader-member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这一

概念很好地体现了团体内领导与不同下属的交换

关系在质量上的差异性(王震, 仲理峰, 2011), 即领

导−部属关系疏密不一的程度, 因此我们猜想它可

能在仁慈领导−内部人身份感知−员工创新行为的

关键链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 我们在社

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的基础上, 提出领导−

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可能在仁慈领导−内部人身份

感知−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2  理论和假设 

2.1  仁慈领导、内部人身份感知与创新行为 

仁慈领导根植于儒家思想中理想的五伦关系

(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顺等), 以及人际

互惠的规范。其核心在于强调领导者必须如关爱自

己的子女一样去关怀与照顾下属, 而下属也应该表

现出子女对父亲一样的尊重、忠诚及服从(樊景立, 

郑伯壎 , 2000)。仁慈领导与西方文献中的“体恤” 

(consideration)、支持性领导(Deci & Ryan, 1987)及

领导−部属交换(Graen & Uhl-Bien, 1995)这几个概

念是有显著区别的。例如, 与后两者相比, 仁慈领

导不单单只是在帮助下属完成工作任务, 更是华人

领导者责无旁贷的角色义务, 而且施恩行为是长期

取向的, 并不局限于工作上的照顾, 也会扩展到下

属的家人及私人的问题上(林姿葶, 郑伯壎, 2012; 

Cheng, Chou, Wu, Huang, & Farh, 2004; Pellegrini & 

Scandura, 2008)。 

仁慈领导对下属的尊重与照顾, 使得下属在遇

到工作困难时会获得更多与任务有关的资源与支

持, 这将确保其在工作中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步调

来开展工作, 因此会增加其工作投入的程度和创新

性地开展工作的热情。此外, 仁慈领导会体谅下属, 

维护下属的面子, 并对下属在创新过程中所犯的错

误采取一种宽宥和容忍的态度, 这会促使下属不怕

犯错, 敢于冒险和承担责任, 创造性地改进工作方

法及流程。相关的研究也表明, 领导者的同情心与

体谅皆与下属的创新性成果是紧密关联的(Matra, 

Leritz, & Mumfod, 2005)。因此, 仁慈领导对下属的

创新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 该影响过程是借助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

介作用来传递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指的是个体作为

组织的成员, 对其在组织中赢得个人空间、地位及

接受程度的一种自我感知, 亦即个体在某一特定组

织中能够感知到自己为组织的“内部人”身份的程

度(Stamper & Masterson, 2002), 它反映了个体的自

我概念与动机状态, 在员工的创新活动中扮演着重

要的作用。相关的研究表明, 上级的领导方式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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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决定了下属的内部人身份感知(Schaubroeck, 

Shen, & Chong, 2017; 尹俊, 王辉, 黄鸣鹏, 2012),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领导者的施恩行为有助于个

体与组织(或部门)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心理联系, 提

升个体的内部人身份感知。Tyler 和 Lind (1992)曾

在他们提出的权威关系模型中提出, 在团体中个体

会依照权威对象(通常为领导者)对待自己的方式 , 

来判断自己在团体中所占据的位置或地位(即内部

人身份感知)。Lapalme 等人也在该权威关系模型的

基础上明确指出, 领导者的行为是员工判断自己在

群 体 中 占 据 何 种 社 会 地 位 的 重 要 线 索 (Lapalme, 

Stamper, Simard, & Tremblay, 2009)。由于领导者是

组织权威的象征, 因此仁慈领导的施恩与照顾行为, 

会向该部属传递这样的信号：他(她)不仅是领导者

的圈内人, 也是组织的内部人, 其在组织中拥有着

较高的地位(Stamper & Masterson, 2002)。因此, 仁

慈领导对个体内部人身份感知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Tyler 和同事在权威关系模型, 以及之后修订

的关系模型中进一步表示, 个体对于内部地位的感

知 会 影 响 到 其 工 作 态 度 与 行 为 (Tyler & Blader, 

2000; Tyler & Lind, 1992)。当个体的内部人身份感

知越强烈, 其对组织的目标与价值观会越认同, 对

组 织 的 积 极 情 感 也 越 强 烈 (Armstrong-Stassen & 

Schlosser, 2011; Stamper & Masterson, 2002)。这种

积极的情感状态会促使员工采取更灵活的、多方位

的思考方式与认知过程, 这将有利于员工在工作中

产生更多有价值的、富于创造性的观点并加以实践, 

因而有利于员工创新行为的产生与创造性问题的

解决(Isen, Daubman, & Nowicki, 1987)。相关研究表

明, 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有利于促进员工的创

新行为(王雁飞, 蔡如茵, 林星驰, 2014; Chen & Aryee, 

2007)。因此, 我们提出： 

假设 1：内部人身份感知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创

新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2.2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调节作用 

在中国社会中, “圈子现象”与差序格局是普遍

存在的。例如, 在华人组织中, 领导者会根据亲−

忠−才的标准, 将下属习惯性地分成“圈内人”与“圈

外人”, 并在情感依附与资源分配等方面采取差异

化的管理方式与策略(郑伯壎, 1995)。因此, 领导者

与不同部属之间在关系的疏密上可能存在着显著

差异(刘军等, 2009; Henderson, Liden, Glibkowski, 

& Chaudhry, 2009)。领导与不同部属之间形成的关

系疏密不一的状况(即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 

反映了团体内资源与权力的分布版图, 并在团体运

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军等, 2009)。 

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认为, 当群体内

领导者与下属们在关系疏密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时, 群体成员倾向于将自己与领导者的关系, 以及

自己在组织(或团体)中所处的地位与周围的同事进

行比较, 藉以发展清晰的自我概念。当这种差异越

显著时, 团体成员参与这种社会比较的欲望越强烈

(Buunk, Zurriaga, Péiró, Nauta, & Gosalvez, 2005; 

Mussweiler, Rüter, & Epstude, 2004), 越想看看自己

与周围的同事在地位和待遇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

的 差 异 (Henderson, Wayne, Shore, Bommer, & 

Tetrick, 2008)。研究者们认为,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

差异化可看作是个体在群体内相对地位的晴雨表

(Liden, Erdogan, Wayne, & Sparrowe, 2006), 它能

为个体提供判断自己在群体当中占据何种地位或

位阶的参照信息(Liao, Liu, & Loi, 2010), 因此它可

能会调节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之间的关系。 

当群体内领导−部属关系疏密方面的差异较大

时 , 表明下属们在群体内各自占据着不同的位置 , 

其中只有少数人能成为领导者的“圈内人”或班底

心 腹 , 并 能 得 到 领 导 者 的 施 恩 与 照 顾 ( 刘 军 等 , 

2009)。因此, 在面对主管的仁慈领导时, 个体可能

会将其看作是主管对自己的额外尊重与照顾, 从而

会感知到自己在组织中拥有较高的重要性、相对地

位与接受程度。因此, 其对组织的归属感也较强烈, 

更倾向于将自己往领导者的权力版图的中心位置

移动 , 其内部人身份的感知也较强烈 (Stamper & 

Masterson, 2002)。换而言之, 此时仁慈领导与内部

人身份感知的正向关系较强。 

当群体内领导−部属关系疏密方面的差异较小

时, 这意味着群体内成员与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亲疏

差别不大, 或是相当接近; 此时, 个体可能不大会

关心自己与周围同事之间在地位或待遇方面存在

多大的差别。因此, 在面对主管的仁慈领导时, 个

体并不会将其理解为主管对自己的额外尊重与照

顾, 也感受不到自己在组织中占据多么重要的位置, 

因此内部人身份感知自然不会太高。换而言之, 当

群体内领导−部属在关系疏密方面的差异较小时 ,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正向关系较弱。 

假设 2：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在仁慈领导

与内部人身份感知关系间起调节作用, 即当关系差

异化程度较大时,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正

向关系较强; 反之, 此一正向关系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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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 和假设 2 所揭示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被

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Edwards & Lambert, 2007)。

具体而言, 内部人身份感知中介了仁慈领导对员工

创新行为的影响; 但是该中介作用的大小取决于领

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大小。当领导−部属交换

关系差异化水平较高时, 仁慈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

的正向影响较大, 因为内部人身份感知更多地传导

了仁慈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效应; 但是当领导−

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程度较低时, 由于仁慈领导对

内部人身份感知正面影响较弱, 因此仁慈领导对员

工创新行为的效应也就较少地通过内部人身份感

知来传导。据此, 我们提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假设： 

假设 3：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调节了内部

人身份感知在仁慈领导和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的

中介作用, 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 即关系

差异化程度较大时, 仁慈领导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

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的强度越强; 反之, 

此一间接关系的强度越弱。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如图 1 所示。 
 

 
 

图 1  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及程序 

我们选择杭州和上海的 5 家企业(涉及房地产、

IT 和制药等行业)来收集相关的调查资料。我们通

过主管−员工配对调查的方式, 在两个时间点进行

问卷调查, 以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在第 1 阶段, 我

们让员工填写仁慈领导问卷并报告工号等个人资

料; 在第 2 阶段(3 个月后), 我们再让员工填写内部

人身份感知和领导−部属交换等问卷, 并让主管对

员工的创新行为进行评价。在实施问卷调查前, 我

们会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经理进行协商, 来确定参与

调查的主管, 并让主管随机挑选下属参与我们的问

卷调查。调查时, 我们通过工号让主管与下属的问

卷能够有效匹对。在调查时, 所有被调查的人员均

被告知该调查仅用于学术研究, 会对调查结果绝对

保密, 让被调查者放心填写。被调查者在填写问卷

以后, 由我们的研究人员当场收回并编码。此时被

调查者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作为奖励。 

参与调查的部门主管共有 74 人, 下属 242 人。

在剔除无效问卷后, 共获得 68 位主管和 215 位下属

的有效配对问卷(平均每位主管评价下属 3.16 位)。

有效问卷的标准是：(1)主管与员工能通过工号有效

配对; (2)主管评价下属的数量大于或等于 3 位。在

215 名下属中 , 男性占  45.6%; 30 岁以下的人占

56.4%; 接 受 过 专 科 及 以 上 教 育 的 人 占 69.2%; 

61.3%的人在该公司工作不超过 3 年。在 68 个部门

主管中, 男性占 71.2%; 30 岁及以上的占 65.1%; 

接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占 70.3%; 83.3%的人

在该公司工作超过了 3 年。另外, 64.2%的员工与主

管的共事时间在 1 年以上。 

3.2  研究工具 

创新行为量表是第一次在国内使用。为了保持

中英文量表在测量上的等值性, 我们采用了回译程

序(Brislin, 1980), 即请一位英语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将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 再请另一名英语专业的博

士研究生将中文回译成英文; 最后再请他们两人共

同商量, 对回译的问卷和原问卷进行比较, 直到没

有差异为止。以上各量表均采用 6 点计分(从 1 = “非

常不同意”到 6 = “非常同意”)。 

仁慈领导：对仁慈领导的测量, 我们采用的是

郑伯壎、周丽芳、黄敏萍、樊景立和彭泗清(2003)

开发的量表, 共 5 个项目, 如“他关怀我私人的生活

与起居”、“他对我的照顾会扩及到我的家人”、“对

相处较久的下属, 他会做无微不至的照顾”等。研究

者认为, 在重视关系主义的华人社会中, 人治色彩

十分严重 , 因此仁慈领导对下属不大可能一视同

仁、雨露均沾, 而是对下属采取一种特殊主义的差

别对待的方式(樊景立, 郑伯壎, 2000; 徐玮伶, 郑

伯壎, 黄敏萍, 2002)。因此, 将这种因人而异的领

导 模 式 作 为 个 体 层 次 的 变 量 才 具 有 理 论 对 应 性

(Wang & Cheng, 2010)。因此, 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仁

慈领导作为个体层面变量来处理。该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5。 

内部人身份感知：我们采用的是 Stamper 和

Masterson (2002)开发的量表来测量内部人身份感

知(共 6 个项目)。举例条目为“我感觉在我的组织中

我是一个内部人”。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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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行为：我们用 Scott 和 Bruce (1994)编制的

问卷来测量员工的创新行为(由管理者作答)。该问

卷共有 6 道题, 举例条目为“有主动寻找新技术、程

序或新产品(服务)的想法”和“会提供适当的计划及

安排来落实新的想法”。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 0.80。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领导−部属交换关

系差异化是指团体内领导者与不同下属的交换关

系(LMX)在质量上的差异性(Erdogan & Bauer, 2010; 

Henderson et al., 2009), 其概念符合 Chan (1998)的

离散模式(dispersion model), 而适合以隶属于相同

领导者的所有成员在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分数上的

标 准 差 ( 组 内 离 散 指 标 ) 做 计 算 ( 王 震 , 仲 理 峰 , 

2011)。因此, 我们先用 Graen 和 Uhl-Bien (1995)编

制的量表来测量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质量, 然后

根据前人的推荐, 通过计算每个工作团队的 LMX

分数的标准差来计算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差异化

程度(e.g., Harrison & Klein, 2007; Liden et al., 2006)。

该量表包含 7 个项目, 如“我的上司非常了解我的

问题与需要”、“我和我的上司工作上的关系相当

好”等。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 

控制变量：我们采用 Chen, Lam 和 Zhong (2007)

的做法, 对管理者及下属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任职年限进行控制, 因为这些变量与员工的工

作态度与行为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同时, 由于团

队的规模会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如工作绩效)产生

影响(Jackson et al., 1991), 因此我们也对团队规模

进行了控制。另外, 研究者还认为, 领导者对下属

的影响 , 除了要看个别对待的对偶领导行为之外 , 

也可能会受到领导者对所有人的领导行为的调节

影响(郑伯壎等, 2010)。由于本研究重点考察仁慈领

导作为一种因人而异的领导模式, 它对内部人身份

感知和创新行为的影响, 因此我们将群体层面的仁

慈领导设为控制变量1。我们通过 Rwg (j)、组内相

关系数(ICC[1])和评判间信度(ICC[2])来衡量分数

的一致性, 以判断个体层面的分数是否能汇总成为

群体层次的分数(Bliese, 2000)。统计结果表明, 个

体在仁慈领导上的得分具有较好的同质性(ICC[1]

为 0.32, ICC[2]为 0.60, Rwg (j)的平均数为 0.81), 因

                                                           
1 郑伯壎等人(2010)曾将这种因人而异的仁慈领导称之为“对偶

仁慈领导”, 而将群体层面的仁慈领导称之为“平均仁慈领导”。

但为方便已见, 若无特别说明, 我们将个人层面的“对偶仁慈领

导”统一简称为“仁慈领导”, 而将群体层面的仁慈领导仍然称

之为“平均仁慈领导”。 

此可以将个体层面的分数汇总至群体层面。 

3.3  数据分析 

在数据分析时我们采取以下步骤：首先, 我们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确认本研究中涉及的几个

变量的构念效度。其次, 由于本研究中数据呈嵌套

结构, 我们采用 HLM 6.06 软件(Raudenbush, Bryk, 

Cheong, Congdon, & du Toit, 2004), 通过多层线性

建模(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HLM)的方法来

检验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在仁慈领导与内部

人身份感之间的跨层面的调节效应(假设 2)。我们

采纳前人的建议(Enders & Tofighi, 2007; Hofmann 

& Gavin, 1998), 在检验假设变量的主效应时, 我

们将对第 1 层数据实施总平均数(grand mean)中心

化处理, 然而当检验跨层面调节效应时, 我们将对

第 1 层数据实施组平均数(group mean)中心化处理。

再次, 我们利用 Edward 和 Lambert (2007)的路径分

析技术, 并通过 Mplus 7.0 软件(Muthén & Muthén, 

2012)来进行多水平结构方程建模(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MSEM), 来检验内部人身份感

知的中介作用(假设 1), 以及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

异化对该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假设 3)。研究者们认为, 与传统方法相比, Edward

与 Lambert 的路径分析方法能更清楚地揭示被调节

的中介效应的本质, 且统计功效较高(刘东, 张震, 

汪默 , 2012)。而且 , 我们通过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来确认间接效应的显著性程度, 因为该

方 法 在 处 理 非 正 态 数 据 时 较 具 优 势 (Shrout & 

Bolger, 2002)。在所有的数据分析中我们都纳入了

控制变量。 

4  研究结果 

4.1  构念效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验本研究中各主要变量(仁慈领导、内

部人身份感知、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及创新行为)的

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与区分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我们采用 LISREL 8.7 软件对其进行了验

证性因素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可

以看出, 与其他 4 个竞争模型相比, 四因子模型对

数据拟合最佳(χ2 = 607.22; χ2/df = 2.47; NNFI = 

0.94; CFI = 0.94; RMSEA = 0.083), 说明本文所涉

及的四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它们确实是 4 个

不同的构念; 另外, 各因子的因子负荷及 t 值均达

到了 0.05 的显著性水平, 且没有不恰当解, 这说明

本文涉及的几个构念均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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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个体层次的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n = 215) 

模型比较检验 
模型 χ2 df χ2/df NNFI CFI RMSEA

模型比较 Δχ2 Δdf 

1. 基准模型(4 因子) 607.22 246 2.47 0.94 0.94 0.083    

2. 三因子模型一 805.63 249 3.24 0.91 0.92 0.102 2 vs. 1 198.41** 3 

3. 三因子模型二 1157.09 249 4.65 0.88 0.89 0.131 3 vs. 1 549.87** 3 

4. 三因子模型三 957.58 249 3.85 0.89 0.90 0.115 4 vs. 1 350.36** 3 

5. 单因子模型 1562.04 252 6.20 0.83 0.84 0.156 5 vs. 1 3243.61** 6 

注：基准模型：包含仁慈领导、内部人身份感知、领导−部属交换及创新行为等 4 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一：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仁慈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合并为 1 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二：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仁慈领导和内部人身份感知并为 1 个因子;  

三因子模型三：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 将领导−部属交换与内部人身份感知合并为 1 个因子;  

单因子模型：将 4 个变量合为 1 个因子。 
 

4.2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表 2 所示。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r = 0.30, p < 0.01)和创

新行为(r = 0.31, p < 0.01)均相关显著; 内部人身份

感知与创新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 = 0.42, p < 0.01)。

这些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4.3  假设检验 

4.3.1  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假设 1 中我们假设内部人身份感知能中介仁

慈领导与创新行为的关系。我们利用 Edward 和

Lambert (2007)的路径分析方法来检验内部人身份

感知的间接效应, 并用 bootstrap 法来检验该间接关

系的显著性。研究结果表明, 仁慈领导对员工创新

行为有直接的显著影响(直接效应为 0.15, 95%置信

区间为[0.03, 0.24]), 同时可以通过内部人身份感

知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间接的积极影

响(间接效应为 0.05, 95%置信区间为[0.01, 0.09])。

因此, 假设 1 成立。 
 

表 2  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个体层次            

1. 员工的性别 a 1.54 0.50 −         

2. 员工的年龄 1.58 0.75 −0.03 −        

3. 员工的受教育程度 2.28 1.29 0.10 0.10 −       

4. 员工的任职年限 2.42 1.25 −0.24** 0.45** 0.03 −      

5. 上下级共事时间 2.99 1.42 −0.25** 0.31** 0.09 0.73** −     

6. 仁慈领导 4.05 1.02 −0.13 −0.14* −0.02 −0.11 −0.06 (0.85)    

7. 内部人身份感知 4.66 0.67 0.04 0.07 −0.04 −0.10 −0.12 0.30** (0.80)   

8. 领导−部属交换 4.24 0.81 −0.10 −0.07 0.01 −0.08 0.02 0.60** 0.46** (0.86)  

9. 创新行为 4.69 0.73 −0.10 −0.06 −0.09 −0.10 −0.07 0.31** 0.42** 0.50** (0.80) 

团队层次            

1. 主管的性别 a 1.28 0.45 −         

2. 主管的年龄 2.99 0.86 −0.03 −        

3. 主管的受教育程度 2.24 1.05 −0.20 0.25* −       

4. 主管的任职年限 3.97 1.16 −0.10 0.66** 0.02 −      

5. 团队规模 3.93 1.07 0.04 0.15 −0.41** 0.20** −     

6. 平均仁慈领导 4.05 0.76 0.10 −0.25 0.01 −0.12 −0.26 −    

7. 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差异化 0.59 0.33 −0.14 −0.17* −0.12 0.06 0.14 0.03 −   

注：n 第 1 层 = 215; n 第 2 层 = 68。各量表的信度系数标注在矩阵对角线括号内。 
a 1 = 男; 2 = 女。* p < 0.05  ** p < 0.01(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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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假设 2 中我们假设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

化能调节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直接关系。

我们以内部人身份感知为因变量, 做虚无模型(null 

model)检验。虚无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可能存

在跨层面效应, 其群间变异成份显著地异于 0 [χ2 

(67) =124.57, p < 0.01], 其 ICC (1)为 0.21, 显示个

体的内部人身份感知有 21%的的变异存在于不同

团体(部门)之间。因此符合多层线性建模的基本前

提条件(Hofmann, 2002)。HLM 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中模型 3 可以看出, 在控制主管及员工的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任职年限、团队规模、平

均仁慈领导以及仁慈领导与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

异化的主效应以后, 仁慈领导与领导−部属交换关

系差异化的交互项对内部人身份感知(γ61 = 0.40, p 

< 0.01)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 

为了进一步确认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在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关系间的调节效应

型态是否符合原先的预期, 我们参考 Aiken 和 West 

(1991)的做法 , 分别取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

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回归模型中, 并进行绘图

(见图 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 与低领导−部属交换

关系差异化相比, 在高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

的情境下,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之间的正向

关联性较强, 这与原先的预期相符。同时, 为了更

加准确地判断跨层面调节效应的显著性, 我们在领

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两个水平上(正负一个

标准差)对跨层面调节效应做简单斜率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简单斜率分析结果表明, 在高领导

−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情境下(平均数加上一个

标准差),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正向关联

性较强(简单斜率为 0.31, p < 0.01); 相比较而言, 

在低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情境下(平均数

减去一个标准差),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

正向关联性较弱(简单斜率为 0.05, p > 0.05)。这与

原先的预期相符, 因此假设 2 得到支持。 
 

表 3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在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内部人身份感知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截距项 1  β0    

截距项 2  γ00 4.69** (0.41) 5.51** (0.67) 4.66** (0.40) 

主管的性别  γ01 0.07 (0.09) 0.05 (0.09) 0.06 (0.09) 

主管的年龄  γ02 0.19* (0.07) 0.18* (0.07) 0.17* (0.07) 

主管的受教育程度  γ03 −0.13* (0.06) −0.13* (0.06) −0.13* (0.05) 

主管的任职年限  γ04
 −0.15* (0.06) −0.13* (0.06) −0.13* (0.06) 

团队规模  γ05 −0.17** (0.06) −0.17** (0.06) −0.16** (0.06) 

平均仁慈领导 γ06 0.17** (0.06)) 0.17** (0.05)) 0.18** (0.07)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  γ07  −0.05 (0.15) −0.06 (0.15) 

员工的性别  β1    

截距项  γ10 0.03 (0.09) 0.08 (0.10) 0.05 (0.09) 

员工的年龄  β2    

截距项  γ20 0.14 (0.08) 0.15 (0.07) 0.13 (0.07) 

员工的受教育程度  β3    

截距项  γ30 −0.01 (0.03) −0.02 (0.03) −0.02 (0.03) 

员工的任职年限  β4
    

截距项  γ40 −0.03 (0.06) −0.03 (0.07) −0.03 (0.06) 

主管−员工共事时间  β5    

截距项  γ50 −0.01 (0.04) −0.02 (0.04) −0.02 (0.04) 

仁慈领导  β6    

截距项  γ60  0.21** (0.06) 0.18** (0.05) 

仁慈领导×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 γ61   0.40** (0.13) 

模型离异数(Model deviance) 440.63 433.21 430.63 

注：(1) n 第 1 层 = 215; n 第 2 层 = 68。(2) ** p < 0.01, * p < 0.05(双尾检验)。(3)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4)模型离异数是由全

息极大似然估计的对数似然值来确定(2×log-likelihood of the full 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e), 该值越小代表模型拟合得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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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在仁慈领导与内部人

身份感知间的调节作用 

 
4.3.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假设 3 中, 我们假设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之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会受到领导−

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调节。我们利用 Edward 和

Lambert (2007)的路径分析技术, 来检验跨层面条

件下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是否能调节以上间

接关系。我们以员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 做虚无模

型检验。虚无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该变量在

团队(部门)间的变异成份显著地异于 0 [χ2(df = 67) = 

123.01, p < 0.01], 其 ICC (1)为 0.20, 显示个体的创

新行为有 20%的的变异存在于不同团体(部门)之间。

这符合多水平分析的基本前提条件(Hofmann, 2002)。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的数据结果, 如表 4 所示。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

化能调节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通过内部

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当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

异化水平较低时,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通

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并不显著(间接效应

为 0.01, 95%置信区间为[−0.04, 0.05]); 当领导−部

属交换关系差异化水平较高时,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

新行为之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十分 
 

显著(间接效应为 0.08, 95%置信区间为[0.02, 0.13])。 

在 Edward 和 Lambert (2007)文中方程 9 的基础

上(原文第 8 页), 我们分别取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

异化加减一个标准差的值代入回归方程(将直接效

应项设置为 0), 来计算这两种条件下员工创新行为

的得分, 并进行绘图。如图 3 所示, 当领导−部属交

换关系差异化水平较低时,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

为之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的强度较

弱; 但当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水平较高时,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

知的间接关系的强度较强。因此, 假设 3 得到支持。 

5  研究结果及讨论 

虽然已有研究强调, 仁慈领导会有效提升部属

的工作效能; 然而,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

的关系如何？其内在的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问

题都缺乏深入的探讨。本研究针对这些问题, 采取

问卷调查法, 对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展

开跨层面的追踪研究。具体来说, 我们检验了内部

人身份感知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

介作用, 以及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在两者间

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我们的研究假设。 

5.1  理论意义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仁慈领导会激发员工的角

色义务感, 使其在角色责任的驱使下, 往往不考虑

可能的现实情境, 也不会提出替代性的问题解决方

案, 只是一味地接受领导者的命令, 这可能会抑制

员工创造力及创新行为。然而, 我们采用跨层面的

研究设计,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仁慈领导对员工创新

行为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同时它还可以借助内部人

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 进而对员工的创新行为产生

积极的影响。这将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仁慈领导与员

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具体来说, 

仁慈领导为员工评估自我价值与能力提供了重要

的信息 , 使其深信自己被组织所接纳 , 是组织的 

表 4  仁慈领导效应的调节−中介模型分析 

仁慈领导(X) → 内部人身份感知(M) → 员工创新行为 

阶段 效应 分组统计 

第一阶段(PMX) 第二阶段(PYM) 直接效应(PYX) 间接效应(PMX PYM) 

间接效应 95% 的

置信区间 

低关系差异化 (−1SD) 0.02 0.27** 0.14* 0.01 [−0.04, 0.05] 

高关系差异化 (+1SD) 0.28** 0.27** 0.14* 0.08** [0.02, 0.13] 

组间差异 −0.26** 0.27** 0.14* −0.07** [−0.13, −0.01] 

注：(1) n 第 1 层 = 215; n 第 2 层 = 68。(2)** p < 0.01, * p < 0.05(双尾检验)。(3) PMX 表示仁慈领导到内部人身份感知的路径; PYM

表示内部人身份感知到员工创新行为的路径; (4)我们通过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的正负 1 个标准差(SD)来区分出高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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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对仁慈领导与员工创

新行为之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的调

节作用 
 

“内部人”与领导的心腹班底, 在组织内拥有很高的

地位, 因此其对组织的归属感与责任感会比较强。

从文化角度来看, 中国文化中素有“士为知己者死”

的传统, 因此对于把自身归于组织“自己人”的员工

而言, 会将组织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并试图

通过实际行动来协助组织(或领导)改变现实的困境

或提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方案, 因此其创新行为可

能会较高。虽然以往的研究从社会交换理论等角度

出发, 发现仁慈领导可以通过领导−部属交换关系

(LMX)的中介作用, 对部属的工作绩效和创造性产

生间接的影响(Chan & Mak, 2012; Lin, Ma, Zhang, 

Li, & Jiang, 2016), 然而目前很少有研究者探讨并

检验动机状态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

的作用与地位。在本研究中, 我们从动机状态和自

我概念的角度出发, 探讨并检验了内部人身份感知

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这对

以往的研究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另外,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者对下属往往采

取的是一种特殊主义式的差序管理方式, 因此在相

同团体中的领导与下属之间会形成关系疏密不一

的状况。因此, 我们遵循文化背景聚焦原则, 从社

会比较理论的角度出发, 深入探讨并检验了领导−

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在仁慈领导−内部人身份感知

−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的角色与地位。我们通过实

证研究表明,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会在仁慈

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即

当这种关系差异化的程度越明显时, 仁慈领导会大

大提升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 进而对员工创新行

为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虽然有研究者强调领导者

的差序化管理可能会在团体中形成浓重的差序化

氛围, 这种氛围会降低团体成员间的团队合作与团

队凝聚力(刘军等, 2009), 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团

体内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疏密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时, 

如果员工感受到领导的关爱与仁慈, 其内部人身份

感知也会大大增加, 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于组织的

“自己人”, 因此更愿意通过实际行动来协助组织

(或领导者)摆脱现实的困境, 并提出富于创造性问

题解决的方案。我们的研究直接响应了郑伯壎等人

(2010)的呼吁：华人社会具有相依性, 应将家长式

领导(本研究仅关注仁慈领导)放在群体环境中来探

讨, 才会更为适切。因此, 我们的研究充分考虑华

人社会关系主义的特色, 探讨并检验领导者差别对

待所创造的群体环境(即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

化)在仁慈领导−内部人身份感知−员工创新行为关系

间的调节作用, 这可视为对以往研究的有益补充。 

5.2  实践意义 

本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首先, 领导者

应该对下属个人福祉所表现出的个别、全面而长久

的关怀, 增进与员工之间的“人情”往来, 通过工作

内外的人际纽带来促使员工对组织产生归属感与

责任感, 进而增强其创新行为。例如, 领导者可以

通过关心与照顾员工及家人的生活起居, 在员工遇

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等方式来促进关系

的和谐, 让员工对组织产生归属感与认同, 增加其

主人翁意识, 促使其在工作中为组织出谋划策, 协

助组织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其次, 在领导的过程中, 

应该要适当加强差序化管理, 在资源分配时向组织

的知识型员工倾斜, 这是因为在组织中, 知识型员

工被视为是创造、传播及应用知识的主体, 是产品

与技术创新的智力源泉(Amabile, 1988; Davenport, 

Thomas, & Cantrell, 2002)。然而, 也要防止团体中

领导−部属关系疏密的差异化程度过高而形成浓重

的团体差序氛围, 因为这可能会让其他团体成员产

生不公平感 , 进而阻碍团体内知识的分享与合作 , 

并对团体的创新带来消极的影响。 

5.3  研究局限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 从研究设

计而言 , 虽然本研究采用的是两阶段的纵向研究 , 

但是研究框架中的中介变量(内部人身份感知)与结

果变量(创新行为)是在同一时间点收集数据的, 因

此这将不利于推断变量的因果关系。在未来的研究

中, 应该尝试采用三阶段(即 3 个时间点)的纵向追

踪调查或实验的方法来进一步验证变量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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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次, 由于条件的限制, 我们仅选择了上海与

杭州等地部分企业作为研究对象, 因此本研究的结

果是否能推论到国内其他一些地方的企业, 是需要

未来进一步深入分析。 

虽然本研究表明仁慈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有

促进作用, 然而也有研究者表明, 高水平的仁慈领

导会增加员工对领导者的忠诚度与服从, 因而员工

不敢违背上级的意志, 他(她)也无意改变现实的困

境或提出问题解决的替代性方案, 这最终可能会阻

碍员工的创造力与创新行为(张瑞平等, 2013)。因此, 

仁 慈 领 导 与 员 工 创 新 行 为 之 间 是 否 存 在 曲 线 关

系？该影响过程中是否存在其他一些变量也能中

介或调节两者的关系？这值得未来更多的研究加

以验证。 

6  研究结论 

本研究发现：(1)仁慈领导可以借助内部人身份

感知的中介作用, 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间接的积极

影响; (2)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能调节仁慈领

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的关系, 即当关系差异化水平

越高, 仁慈领导与内部人身份感知之间的正向关系

越强; (3)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能调节内部人

身份感知在仁慈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间的中

介作用, 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式; 即领导−

部属交换关系差异化水平越高, 仁慈领导与员工创

新行为之间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间接关系的强

度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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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some scholars held that benevolent leadership contributes to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because it provides subordinates with psychological safety, more resources and supports. However, some other 

scholars argued that benevolent leadership could increase subordinates’ role obligation, loyalty and obedie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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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 which would restrain subordinates’ creativity or innovative behavior. Thus, some scholars appealed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especially make out how, why, and wh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facilitate innovative behavior in the future.  

We collected the data from 68 supervisors and 215 subordinates at two different time points. In the first 

survey, the subordinates were asked t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their demography. 

Three months later, these subordinates were asked to answer some questions about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and their supervisor rated their innovative behavior.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technique was employ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abou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LMX differenti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while bootstrap analysis procedure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moderated-medi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ables in the study. 

Analyses of multilevel, multisource and lagged data from 68 supervisors and 215 subordinates showed that 

(1)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can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2) LMX differentiation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i.e.,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stronger when LMX differentiation is high; (3) and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s of 

benevolent leadership with innovative behavior via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i.e., the positive indirect relationship will 

also be strengthened when LMX differentiation is high.  

These findings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nevolent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and specify how, why and when we can increas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benevolent leadership on 

innovative behavi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benevolent leadership; perceived insider status; LMX differentiation; innovative behavior 

 


